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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 国 古

与蹰蹙编纂

典 小 说 结 构

形式的平行纵向观

万 光 治

中国古代历史著作是小说 的 滥 觞之

一,它在情节剪裁,入扔塑造,语言艺术

等方面,对汊末魏晋小说多有影响。只是

小 说 自经历了唐人传奇、宋元话本与明

代演义小说等阶段,走上了自己的发展逋

路,以至从现象上看,历史若仵对它的影

响似乎已不显得那么重要。恒是,如果我

们对上述两者 '茁

=平 行纵向的宏观考查,却

发现中国古典小说不识在汊末魏晋,即使

在它后来的发展史上,其情节结构与当时

具有代表性的历史编纂形式在精神上仍有

着惊人的相似。这个现象如果得以确认,

其原区l是应该全部岿结为历史著仵的潜在

影响,抑或男有其更本质白l原 因,这正是

本文力图探讨的闷题。

一、纪传式的史学体 例 与

小说结构

中日史书的编纂形式,先秦已其螽雏

型。章学诚 《文史通义 》分古史为六家 ,

其中两家在汉,余为先秦的尚书家、春秋

家,左传家、回语家:囚家除《尚书 》记

言,其余三家或记事,或分国,或编年,

虽各有侧重,其实都兼具编年与纪传的困

素。《春秋 》 “
因事命篇

” (同 上 ),其
事乃以时序; 《左传 》年经事纬,史事仍

以人传。到了汉代,司马迁集先秦史学成

果之大成,完成了以 纪 传 为 主、 兼 具

《书 》、 《表 》形 式 的 《史 记 》。司

马迁所以采用纪传体例,确乎事 出 不 得

已。《史记 》记事,上 自黄帝,下迄汉武

帝天汊年间,凡三千年的历史, 要 达 到
“
究天人之际,通古今之变

” (《 报任安

书》)的 日的,显然有很太的困难。且不

t兑年代邈远,古史难稽,即以春秋七十二

诸侯,战国七雄,汊初渚侯功臣论,复杂

纷繁的政治纷争,往来不绝的外交活动,

犬牙交错的军事形势,就已令人难以提挈

纲领,综合条贯。更何况有众多的历史入

物参与上述活动,他们既受历史诸条件的

制约,又以其自身的行为,影响和创遗着

历史。所以,司马迁著书,首先面临着统

辑史料的巨大困难, 《史记 》的本纪、世

家、列传、书、表五体9正是他组织史料的

一种特殊方式。本纪以 “王迹所兴,原始

察终,见盛观衰,论考之行事
” (《 太史

公 自序 》,下同),实以帝王在位为系年

之太纲。世家分述 “辅擗股肱之臣”,因
其数量甚多,以至要把他们分列在帝王名

下,势必枝条芜杂,纲 目不清,故只能别

为一体,以见其立身行事与时代的关系。

至于汉世宗室、名臣,虽位在诸侯,但百

年余闷, “
废立分削,谱记”

不明,司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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迕囟此作 巛汉兴以来诸俣年表 》, 《高祖

功臣侯者年表 》等,与汊本纪、 世 家 互

补,为纲下之目,以救正 “
并时异世,年

差不明”的缺憾。至于七十列传,记 “立

功名于天下者”,更难与本纪、世家互为

经纬,故又分列其传,以见出影响历史的

诸多因素,增强历史的时间感与空间感。

此外,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,是政治历史

的重要内容。为探求损益改易之道,承敝

变通之法,作者又另设六书,以补纪传之

阙,在五体之中,已具有一定的 会 通 精

神,可看作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等方

面的专史。可见 《史记 》五体的创立,实

因所记史实
“疆宇辽阔,年月遐长

”,不

得不将横亘时空的制度、史事、人物
“分

以纪传,散在 书 表
″ (《 史 通 ·六 家

篇 》),这个体例,反映了司马迁对历史

材料的驾驭能力和表述能力,代表了当时

史学的最高成就,于后世史传著作影响至

为深远。

显然, 《史记 》的纪传形式在包容宏

观的历史方面是有局限的,但这个局限在

文学的领域中却转化成为积极 的 因 素。

《史记 》的编纂形式决定了它的记事以人

物为中心,将个人晶质、思想、感情的微观

表现作为描绘宏观历史的一种补充,使许

多成功之作,具各了文学的意义。兼之平

行的人物各传在记叙同一个事件时,极易

交叉重复,司马迁不得不在叙及某人某事

时,常以
“
事在某传

″避免行文的累赘ρ

这就是后人称道的
“互 见 法

”。 “互 见

法
”的运用,正是对 《史记 》不能以事为

纲,统辑人物的补救,但却有助于维护人

物形象的完整性,突出作者对入物的倾向

性,这也是《史记 》人物纪传具有文学性

的-个重要原因。

先秦两汊的史学著作滋养了中国古典

小说,其中,历史的编纂形式对小说结构

$￡

的影响尤为突出。      
ˉ

汉末魏晋的志人志怪小说,题材多取

一人之行事,尤其是志人小说,大都是见

诸纪传的历史人物。这些小说虽然铺叙情

节,多采传说,但以一人为中心,依时序

记载,其结构与纪传体有着惊人的相似。

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小说结构是纪传式的。

如托名班固的《汉武帝故事 》、《汉武帝

外传 》等与《搜神记 》的部分篇章,且不

说它们大都以传名篇或以人名为篇日,即

以情节结构看,于人物的出身有交待9于

人物的活动有叙述,于人物的结 局 有 着

落,封闭型纪传体例的影响昭然可见。此

外,小说基本上是以追踪主人公的活动单

线式地发展,如 《干将莫邪 》,其情节君

似复线结构,但仔细分析,却可以发现 ,

从干将,莫邪铸剑身死,其子挟父仇浪迹

四方,遇异人授之以首,到异人 往 见 楚

王,同归于尽,情节依然是单线式的,凡
三递而已。至于《世说新语》记 人 物 言

行,虽大都流于片断,其内容仍可看作纪

传微观表现的有机构成。由此可见,中国

古典小说在笫一阶段上的结构形式,与纪

传体例是颇为神似的。

二、唐代历史编纂形式与

小说结构的转变契机

中国史传著作与汉末魏晋小说在结构

上的相似并不奇怪,有趣的是唐代小说的

结构亦与当时的历史编纂形式相平行。唐

人修撰南北朝史书,一依前四史 纪 传 体

例;而唐人传奇与魏晋小说相比较,除规

模更大,描写更细微,情节更曲折,人物

更生动外,结构依然未出纪传摸式。如有

名的《补江总白猿传 》、《长恨歌传 》、

《李娃传》、《莺莺传 》、《无双传 》、

《任氏传 》、《霍小玉传 》等,均 以传名



篇。这些作晶是 文 人 的
“投卷

”、 “温

卷
”

之作, “
文各众体,可见 史 才、 诗

笔、议论。” (赵彦《云麓漫钞》)。 如

李肇说韩愈《毛颖传》 “
其文尤高,不下

史迁”,与沈既 济 《枕 中 记 》为
“双

美
”, “

真良史才也″ (《 国史补》)可

见作家的史学修养与借鉴史传作小说,乃

是唐人传奇的结构未能突破纪传模式的一

个重要原囚。

然而唐人的历史编篆形式与小说结构

虽然主要是继承了前代,其中也出现了转

变的契机。从史学的领域看,当 时有的学者

对以纪传形式反映宏观历史已感到不足。

早在汉末,荀悦受命改编《汉书 》为编年

体,这个初步尝试,透岙出当时丿、对旧有

编纂形式的改造意向。在理论上,《 文心

雕龙 。史传 》说纪传
“
或有同归一事,而

数入分功3两记则失于重复,偏举则病于

不周。”可见刘勰已看到了史传作者的力

拙与纪传体的局限。到了唐代刘知几在理

论上提出了更新的要求,并有杜枯在实践

中作了局部的努力。刘知几 《六家篇 》以

为《史记 》 “纪以包举大端,传以委曲细

事,表以谱列年爵,志以总括遗漏
”是其

所长,但将浩繁的史事
“分以纪传,散在

书表
”,则势必

“
每记国家一政,而胡越相

悬;叙君臣一时,而参商是隔
″, “

若乃

同为一事,分在数篇,继续相宜,前后屡

出。于高纪,则 云
‘
语在项传

’;于项传 ,

则云
‘
事具高纪’。又编次同类,不求年

月,后生而擢居苜秩, 先 辈 丽 抑 归 末

章
”,叉是其所短。可见刘知几认为现有

的历史编纂形式应当扬讧避短、 有 所 突

破,只是因为历史条仵尚不成熟,他的理

论在实践中还缺乏全面的指导意义。唐人

史书'仍依旧罚,唯有杜枯的《通典 》,

在局部范围内作了改造的尝试。杜枯深感

历史典章制度前后相续,囚而会通历代史

志中有关的典章制度,分门别类,竟委穷

源,实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典章制 度 的 通

史。杜祜的创造,打破了断代的局限,在
局部范围内贯通了历史,典章制度的沿革

于是乎在,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。但是,

纪传体五体分立的局限,仍未得到真正的

克服,在中国史学史上,唐代的历史编纂

形式只可看作是过渡阶段的产物。

伴随着唐代史学观点的演进,唐人小

说萌发了新的契机占且不说传奇编制的扩

大,延续了人物活动的时空,就个别篇章

的情节结构看,虽仍以单线铺叙为主,却
已初现复线交叉的结构。《李娃传 》以荥

阳公子与李娃的聚散离合为主干,又往往

分述二人行止,表现出了以事为纲,统辑

人物的趋势。《霍小玉传》、《莺莺传 》

等篇的结构亦大抵如是。这种在一事之中

交替叙述人物活动的方式不仅魏晋小说所

绝无,也在唐入传奇中不可多见。但在唐

代的说书和变文敷衍的故事中,这种趋势

却已十分突出。李商隐《骄儿诗 》的 “或

谑张飞胡,或笑邓艾吃”,说明当时的说

书艺人已从 《三国志 》人物各传中撷取了

一些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和富于故事性的

史事作为艺术加工的对象。即从迄今所藏

变文 目录看,如 《汉将李陵变文 》、《昭

君变 》、《张义潮变文 》、《张 淮 深 变

文 》、《季布骂 阵 词 文 》、《伍 子 胥 变

文 》等,亦可见 中 晚 唐的 法 师
“
公 为

聚众谈说,假托经论”,有以历 史 人 物

或当代英雄为题材者。 这 些 故 事 的 结

构虽不出纪传范畴,但材料的来源,决非

仅据一人、一事、一传,而是从全书与对

象有关的各传中撷取会通而成。其对材料

的条贯、综理方法,已尝试着新的突破。

民间艺人与讲经法师对历史材料,传说材

料的组织方式和运用能力,是对传统小说

纪传式结构的冲击,它的意义,显然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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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史家对历史编纂形式提出的新要求楣联

系来加以认识的。

三、宋元史学编纂 形 式的

突破与演义小说的产生

中国历史编纂形式与小说结构之进入

新的境界,还是在中国学术高度繁荣的宋

代,它的显著标志, 是 司 马 光 的 《通

鉴 》、袁枢《通鉴纪事本末 》和代表了讲

史艺术最高成就的话本小说以及 其 后 的

《三国志评话 》和 《三国演义 》。

宋初,宋祁、欧阳修编 《新唐书》,

欧阳修编《新五代史 》在历史编纂形式上

未创出新体,仅此而言,是失败的。司马

光决心吸取教训,改纪传为编年。他认为

纪传之体
“
文字繁多,虽以衡门 专 学 之

士,往往读之不周浃,况于帝王, 日有万

机,必欲遍知前世得失,诚为未易。″他

的《通鉴 》采正史十九种,杂史 三 百 余

家,计一千五六百万字,总括了十六朝计

一千三百六十二年的历史,其规模之大,

无与伦比。《逋鉴 》的最大特点,不仅在

于它是通史,更贵在以编年的形式,打破

了纪、传、书、表各体分离的束缚,纠正

了纪传
“
不特传文互涉,拐i且表志载记,

无不牵连
″ (《文史通义·内篇四·申郑》)

的弊病。它以时序为经,将纵横时空的历

史事件,入物活动进行编织,务使历史还

原为一个有机的整体。故
“一千三百六十

年间,贤君、令主、忠臣、义士、志士、

仁入,兴邦之远略,善俗之良规,匡君N
格言,立朝之大节,叩函发帙, 靡 不 各

焉。” (王 磐《兴文署 新 刻 赏 治 通 鉴

序 》)“其所载之明厨
`良

臣、 切 摩 治

道,议论之精语,刑罚之苦制,天人相与

之际,休咎庶证之原,威福盛衰之本,规
模利害之效,良将之力略,馆吏之条教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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断之以邪正,要之以治,辞令渊源之体 ,

箴谏深切之义,良谓备 焉。” (宋 衬,宗

《资治通鉴序》)这些评价,固然出自封

建君臣的得失利害,但至少表明《通鉴 》

在体例上的根本改革,有助于人们从时空

两个方面整体地把握历史事件的内在联系

和历史人物的相互关系,从复杂纷繁的历

史现象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。

继《通鉴 》之后出现的是南宋袁枢的

《通鉴纪事本末》。袁枢鉴于《通鉴》编年 ,

常一事绵延数卷,不便搜阅,兼之内容浩

博,更难窥见始末,故 仍 按 《通鉴 》年

次,以事为纲,将散在各卷的内容集中起

来,得二百三十九事,另附录六十六事,

共大小三○五事。这种按历史事件编次的

体例,颇类规模不大的专史,实可与 《逋

鉴 》相补充。

在宋代历史编纂形式取得突破性成果

的同时,宋代说丨1中 的讲史艺术及元人整

理刊行的《三国志平话 》,显示出中国古

典小说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。宋代说

话艺人分四家,其中讲史一家,在综理条

贯历史事件及人物活动的能力方面,已远

远超过了唐人传奇。当时的艺人甚注重史

学修养。《醉翁谈录 》云: “
夫小说者,

虽为末学,尤务多闻,非庸常浅识之流,

有博览该通之理。”
这些说 书 者

“
幼 习

《太平广记 》,长攻历代史书”,其最负

盛名者如北宋的孙宽、孙十五、曾无党、

高恕、李孝祥 (《 东京梦华录》卷五 《京

瓦伎艺》)与 “
乔万卷

”、 “
许贡±”、

“
张解元”

等 (周 密《武林记事》)。 其

中有的诨号是书会中人或听众所赠,显然

属史学修养及讲史伎艺之最优秀者。这些

艺人的讲史内容不外从历代史书来。·高承

《事物纪原 》载: “
仁宗时,市人有说三

国事者,或采其说加缘饰,作影人,始为

魏吴蜀三分战争之象。”
到了南宋,更有



载书生、周进士、张小娘子、宋小娘子、

丘机山、徐宣教讲说 《通鉴 》及汉唐历代

史书之传,兴废战争之事。其中
“五六大

夫
” “

元系御前供奉,为幕士。请给讲,

诸史俱通”, “盖讲得字真不俗,记问渊

源甚广耳”。 (《 梦粱未》)可见有宋一

代,说书艺人不仅说厉代史书纪传人物,

也说历代战争之事,而且《通鉴 》已成为

艺人汲取素材,肆意铺衍的对象。前面论

及的唐代讲史,乃是以一人之行 事 为 根

本,旁摭史事,总括人物,以丰 富 其 枝

叶,虽然也能从侧面表现一个历史时期的

面貌,毕竟缺乏贯通的精神,其本质仍然

是纪传式的。宋代讲史却有很大的不同。

即以说三分论,显然已摆脱以一人之活动

为中心,叙述一人一事,而是以事为纲,

将魏吴蜀历史上众多的人物和迭起的事件

融会贯通,作艺术的加工,三 国之间在政

治、军事、外交等方面错综复杂的关系和

宏伟壮观的历史场面才能以凝炼的艺术形

式被搬进勾栏瓦舍。这种博采史料,加 以

重新组合的能力,既可见出当时
“
耸动九

重三寸舌,贯穿千古五车 书” (李 日华

《紫桃轩叉缀》)的讲史艺人是如何利用

纪传体史书的,也可见他们对 《通鉴 》乃

至 《记事本末 》的学习和运用能力。

当然,讲史艺术毕竟有别于史学。在

勾栏瓦舍中娱乐、教育听众,必须注重对

史事作艺术的加工。《醉翁谈录 》说讲史

者
“
讲论处,不滞搭,不絮烦;敷衍处,

有规模、有收拾;冷淡处,提缀 得 有 家

数,热 闹处,敷衍得越长久。”正是谈到

了讲史艺人在尊重历史的前提下发挥了自

己的艺术创造力,因而在表演中有详略、

虚实、浓淡之分。但是,在 同一个历史时

期,人们在史学与文学 两 个 不 同 的 领

域中表现出驾驭材料的能力,却应当是相

近似的。《水浒传 》第九十四回保留有一

段说话艺人的口气g “
说话的,都是甚么

计策?下来便见。看官牢记这话头。原来

和宋公明打视家庄时,一同事发。却难这

边说一句,那边说一回,因此权记下这两

打祝家应的话头,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

的人,看机会的话'下来接着关目。”这

段话恰好表现出宋代说话艺人在叙述既相

互关联而又平行发展的事件时所具有的穿

插交接能力。这种能力的实质显然并不仅

仅在于技巧方面,试与《通鉴 》之善于会

通史事与《纪事本末 》之善于以史事线索

提挈人物相比较,两者之间,是应当有着

相同的意义的。

标志着中国古典小说结构发生质的飞

跃的,是 明初罗贯中在宋代史学成果与宋

元说话艺术、戏剧艺术的基础上 创 作 的

《三国演义 》。在这部长篇巨制 诞生 之

前,元代已有 《全相三国志平话 》流传于

世。但这部 《平话 》诚如《三国演义 》嘉

靖本庸愚子序称,乃是据野史创 作 并 由
“
瞽史演说

”
的,作者因

“
师承白话,未

见史传正文”,故 “
其间言辞鄙谬,又失

之于野”,为 “
当日士夫所不屑寓目。”

(姜殿扬 《平话 》跋 )罗贯中著书, “据

正史,采小说,证文辞,通好尚
” (高 儒

《百川书志》),固然参考 了 这 部《平

话 》,北宋之说
“三分”,也是他博采的

对象。但更主要的是,罗贯中作为士大夫

知识分子,他于历史的深厚修养,是创作

《三国潢义 》得以成功的主要条件。庸愚

子序称罗氏 “
以平阳 陈 寿 传, 考 诸 国

史
”, “

文不甚深,言不甚俗, 事 纪 其

实,亦庶几乎史
”。尤其应当注意的是,

就《三国演义 》的内容和结构形式看,罗

贯中著书,并不仅据 《后汊书 》、《三国

志》、《晋书 》, 《通鉴 》与《纪 事 本

末 》对罗贯中著书也产生过很大的影响。

《三国演义 》记事起于东汊末,止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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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武帝太康元年,历时一百年。其中,重

大的历史事件计有黄巾起义,董卓入京,

十常侍乱,李郭交兵9群雄角遂,孙坚定

业江东,袁曹官渡大战9三顾茅庐,孙刘

联盟,赤壁鏖兵,刘各取西川, 吴 蜀 交

恶,曹丕代汉,刘各败绩托孤;孔明七擒

孟获,六出祁山,病逝五大原,司马氏谋

篡,姜维以攻为守'邓艾暗渡阴平:司马

炎禅魏,降孙皓三分归晋。这些事件虽然

依时序渐次发生,但又往往平行交叉,首
尾重叠,线索甚为繁杂。兼之主线中穿插

有许多大小事件,互相牵制,故三分天下

事有如参天大树,木本盘屈,枝叶纷披,

令人难以条理头绪。至于参与这些重大历

史事件的人物且不说数量洋洋可观,从不

同的角度影响着历史,有的人物还同时在

若干大小事件中扮演角色,不断地转换自

己的时空位置,更给作家再现人物的历史

活动及历史事件的发生、发展、结局造成

困难。因此,作家能否以事件为纲,统辑

人物,把分散于史书中人物各传的材料加

以钩沈,以揭示其事件、人物的内部联系

和外部联系,关键也在于有无选择、综合

的能力。在这一点上,罗贯中除了参阅太

量的正史材料, 《资治通鉴 》、《纪事本

末 》显然也在叙事结构方面为 《三 国 演

义 》提供了借鉴。如赤壁之战, 其 人 其

事,见 于《后汉书 ·刘表 传 》、《三 国

志 》的蜀先主、吴主孙权传及诸葛亮、关

羽、张飞、赵云、周瑜、鲁肃、吕蒙、张

昭、黄盖等传,亦见于各传裴注所引的材

料。作家倘要以文学的形式表现这次战役

的全貌,势必首先充分占有上述史实,再
行取舍,编织经纬。对此, 《三国演义 》

在取材与结构上与《通 鉴 》、《纪 事 本

末 》有极为相似的处理方 式。 试 看《通

鉴 》卷六十五与《三国演义 》四十二回末

至五十一回叙写赤壁之战的情节顺序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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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通鉴 》:

(l〕 建安十三年冬十月,鲁肃说孙权 联

刘拒曹。

(2)荆 州刘综降操,刘各欲奔苍 梧太 守

吴巨,后从肃言,进驻樊口。

(3〕 曹军顺江而下,诸葛亮说孙杈 联 刘

破曹。曹操致书孙杈,鲁肃力排众议。

〔4〕 周瑜力说孙杈,率军与刘各共 拒操

军。

(5〕 刘各会月瑜干军中,瑜白言破 曹 不

难,刘各大軎。

〔6)孙刘联军与曹军会于赤壁。曹 军 患

疫,初战不利,退守江北。

(7)黄盖诈降,以 蒙冲斗舰火攻`时东南

风急,曹军大败。

《三国演义 》:

〔1〕 鲁肃说孙权联刘拒操。 (说 辞大 致

如 《通鉴 》)

(2〕 刘备屯江夏与孔明共议联吴大计。鲁

肃至,刘各佯称将投吴巨。后从鲁肃计,进 驻

樊口。
(3)曹操传檄东吴,诸葛亮舌战群儒。

〔硅〕周瑜归柴桑,力主一战,孙 权 任 周

瑜为大都督。

(5)刘各屯兵樊口,去周瑜军 中, 瑜欲

杀孔明,未遂。

(6)三江口曹操折兵,蒋干夜 说 周 瑜 ,

曹操错斩蔡瑁、张允。

〔7〕 孔明草船借箭,黄盖诈降,庞 士 元

巧授连环计。诸葛亮借东刀,,蒙冲斗 舰 火攻
`

曹军败走。

从 以上 比较可以见出, 《三国演义 》

尽管因为是小说,作者在许多地方作了艺

术处理,但无论如何,它忠于基 本 的 史

实,虚构与渲染,无非是在历史的骨架上

以作者的想象贴上 了丰满的血 肉。关键在

于 《三国演义 》在铺衍这一奠定三分局面

的战役时,能将分散于十余个人 物 记 传

(包括裴注 )的史料集 中起来,加以细密

地编织,其综合运用史料的能力,是可与

《通鉴 》的成就相媲美的。



当然,在叙事结构上, 《三国演义 》

作为小说毕竟与《通鉴 》有所不同。史书

记事,必须按从。物在历史舞台中出现的顺

序及其地位作如实地记录,例叙与补叙的

手法是很少见到的,雨且作者更不会事先

虑及某些人物在后来历史中的作用9便提

前给他们以突出的地位。如关 于 曹 操 ,

《通鉴》是放在汊灵帝中平元年至献帝初

年破青徐黄巾与十常侍、董卓之乱中,与

何进、董卓、袁绍、卢植、公孙瓒等人同

步叙述的,孙坚与刘各只是在个别地方才

有所记载。《三国演义 》则不然。 “三分

天下”是小说的主题,开篇便有必要让全

书中心人物出场亮相,以后更应当将笔力

集中在他们身上,余枝冗叶,则尽可能删

去,以见出小说前后结构的统一与完整。

但要做到这一点,困难在于如何使中心人

物的出场及作用既符合小说主题的需要 ,

又不违背历史的真实。为此,罗贯中在情

节结构的安排上是颇花了心思的。《三国

演义 》第一至第二回,主要人物便已选择

了适当的时机出现并成为未来事件发展的

枢纽。第一
回中,作者以粗线勾勒了汉末

外戚、宦官相继作乱和黄巾起义,然后由

青州牧刘焉招军,直接引出刘、关、张桃

园结义,解围青州以及投靠卢植,助皇甫

嵩等拒张角张宝。之后,又由张氏兄弟败

北,引出曹操,倒叙出曹操的 身 世、 经

历、性格。第二回中,刘各依朱 隽 讨 张

宝,曹操随皇甫嵩讨张梁,朱隽与黄巾军

余部战于宛城,引出孙坚助战,并倒叙出

他的身世、经历。自此,三分人物以突出

的地位被搬上历史舞台,这是与《通鉴》

的不同处。但两回中刘、曹、孙的事迹作

者分别得之于《后汉书》、《三国志 》中

汉献 帝、李榷、郭汜、董卓、张 角、 张

宝、卢植、朱隽、皇甫谧、曹操、刘各、

孙坚、关羽、张飞等纪传,这种于繁杂的

材料中着意进行取舍,以 服从主题需要的

剪裁、组织方式,在实 质 上 与《通鉴 》

《纪事本末 》的精神颇为相似。所以,明
代演义小说的叙事绪构其实是可以看作通

鉴式的。

四、简短的结论

通过对中国古典小淡,结构与历史编纂

形式的平行纵向考查9笔者初步得出以下

结论 :

中国史书编纂形式经先秦的醌醣,从
汉代到宋元时期,走 了一条由纪传体到通

鉴体、纪事本末体的道淬。纪传以人物为

中心,展开对事件的叙述,若干人物的平

行传纪,编织出历史的画面;通鉴体,纪
事本末体则以事件为中心9统率人物,更

突出地表现出会通的精神。与此相平行的

是,中 国古典小说汲取了史学的养料,也
经历了一条由纪传式短篇到通鉴式长篇的

道路,纪传式的短篇小说依然是以个别人

的命运为中心,从某一侧面表现 社 会 生

活,通鉴式的长篇小说则是以事 件 为 中

心,提挈人物的活动,它通过事 件 的 迭

代,再现了社会历史的变化,揭示出人物

命运的必然,也同样具有一种史学的会通

精神。可见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结构与历史

编纂形式的相似,已是无可否认的现象。

然而9问题不仅仅在于展示现象,而

在于揭示现象的本质。中国古代最初的小

说囚为刚从历史中脱胎出来,它们的相似

于母体,无疑是纪传式绪构产生的直接原

因。此外,中国封建社会给予知 识 分 子

的,乃是传统的综合教育。在经、史、子

与文学各科中,学者虽有所侧重,又终究

不可以偏废。况且严格地说来,中 国古代

并无所谓专业的文学家,知识分子接受教

育的最终目的,在于经世致用,经、史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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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位, 自然在诸种学科之上。经、史作为

士大夫知识构成的基础,不能不笼罩和影

响着他包括文学创作在内的全部 精 神 劳

动。即使 小 说 作家有了自觉的 创 作 意

识,史 学 的 仓刂作精神与创作方法仍然会

以潜移默化的方式部分地影响着小说的内

容与形式。《三国演义 》作者的 尊 刘 抑

曹,表 明中国尊崇正统的精神对作者历史

观的左右;《 三国演义 》在结构上的重大

突破,也是作者黯熟和借鉴历代史书,尤
其是《通鉴 》与《纪事本末冲句结果。中国

古代知识分子知识结构的综合性,显然是

小说结构相似于史学的又一个重要原因。

但是,现象的实质往往比现象本身更

为复杂。文学的形式—当独立,必须在实

践中逐步完善自己的艺术特征。诗歌、散

文、赋体同样是接受综合教育的文人的精

神产品,除了经、史对它们的内容起着支

配的作用外,形式上的影响却越来越淡薄 ,

何以我们总是从小说结构中看到它与史学

体例的平行相似?可见在此之中,还有更

为本质的原因,有待人们作进一步的探讨。

小说与史学是不同的范畴。史学主要

是以群体的人为对象,宏观地描述一个民

族、一个国家的历史活动,揭示社会发展

的基本规律;小说则是透过个别的人的言

行以及人际间变化着的关系,反映人物的

命运,并把决定这命运的原因归结到历史

的本质中去。两者选择的角度与方法是并

不相同的。但是,无论是群体的人,还是

个别的人的活动,其轨迹都构成特定的事

件。事件既是史学,也是文学的叙述对象 ,

因此,如何表现人在事件中的活动,始终是

史学与小说必须俾决的一个共同问题。

事件作为人的行为结果,以时空两个

范畴为其基本存在形式,在现象上表现出

或集中、分散、游离;或平行、交叉、重

叠的极端复杂性。表现主体既必须注意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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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以一定的社会环境作为它的空间背景 ,

又必须注意人的相互作用所构成的社会关

系;同时,表现主体也必须注意事件在各

种力的综合作用下运动和变化着的形式与

实质,更必须看到它在时间方向上的因果

性与连续性。这就要求主体在时空两个方

面视历史为一个有机的整体,对影响于事

件与人物的各种内在因素具有全面的洞悉

能力、综合能力与分析能力。正是这些能

力,决定了表现主体对叙事形式的选择 ,

因为就其本质而言 ,“结构的联系不是放在

情节上和人物的关系 (相识 )上 ,而是放

在内在联系上。
” (列 夫 。托尔斯泰《致

谢 ·阿 ·拉钦斯基》)。 这里所说的
“
内

在联系”,应该是人对事件所作 的 历 史

的、逻辑的把握。因此,包括结构在内的

叙事方式显然是作为结果,而不是作为原

因,或是作为手段,而不是作为表现的目

的加以确定的。就史学而言,如何就现象

提供的材料作合理的取舍、分析,并以适

当的方式进行组合,以体现作者对历史的

认识,是这个学科的一个重要任务,也是

中国史家强调会通精神的实质所在。就小

说而言,作者固然不必象史家那样,具有

明确的时空范围限定,他们在选择事件,组

织材料方面,较史学有着更大的灵活性和

创造性。他们可以在时间上截取事件的某

一部分`在空间上可以把事件的主人公限

定在某些背景和某些关系上,乃至于还可

以通过艺术构思,突破时空限定,对材料作

重新组合,以服从作者表现主题的需要。但

程度的不同,并不意味着他们可以回避如

何叙述事件这一重要问题。仅此而言,小说

只是在量上,而不是在质上有别于史学的。

从人类的创造力与文化实践的发展史

看,认识主体在把握事件的内在联系方面 ,

不能不受到观察视野的大小,材料的占有

与选择、分析、综合材料能力的限制,这些



限制,也同样决定了他们作为表现主体时

所确定的叙事方式。尽管人们始终孜孜不

倦地追求着历史的内部联系与其外部建筑

艺术在史学与文学中的和谐统一,但这种

追求在很长的历史时期中不得不体现为一

个过程。纵观中国史学与小说的发展,叙事

方式不外纪传式与通鉴式两种。前者以人

物为圆心,以其活动为半径,有选择地把

相关人物和事件组织在同一圆环之中,从
而使叙事结构在纵的方向上表现出单线式

的,在横的方向上表现出封闭式或半封闭

式的特点。后者以事件为主干,把参与其

间的人物及相关事件会通为一个有机的整

体,从而使叙事结构在纵的方向上表现出

复线式的,在横的方向上表现出开放式或

半开放式的特点。前者显然较后者更容易

驾驭得多。从中国史学在先秦时期尝试的

各种体例,到两汉史家确立的纪传体,再

到宋代史家创造的通鉴体和纪事本末体;

从先秦史书、诸子孕育的小说萌芽 ,到 汉末

魏晋的纪传式小说,再到宋元已初具会通

精神的话本小说以及其后的通鉴式长篇小

说,恰好生动地展现了叙事方式由以人物

为中心到以事件为中心的递变过程。这个

过程,正是与人类在认识和叙述自己的历

史活动方面,占有、综合、分析、运用材

料的能力的发展程度相适应,这就是我们

对现象的实质作更深一个层次的探讨而得

到的结论。

最后,还想补充说明的是,人类兼具

继承与创造两大功能。无沦是在史学或小

说的领域内,人们具各了更高的叙事能力

之后,并不意味着将彻底抛弃
'自

己曾经选

择过的形式。宋元以后,除通鉴体,纪事

本末体相沿不绝外,纪传体史书仍保持了

它在正史中的传统地位,元明之际,除了

以事件提挈人物的长篇小说成为小说的主

流外,纪传式的小说仍以各种形式出现 ,

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典小说的表现形式。

有的长篇小说如 《水浒 传 》、《儒 林 外

史 》,更体现了作者对两种表现形式加以

融会贯通的企图。它们的结构,颇类扩大

了的《史记 》、《新五代史 》中的合传或

类传,是不同程度地对纪传形式或连锁、

或重迭的运用,其人物形象的序列,最终

都会通于作者所表现的主题。直到 《红楼

梦 》的出现,揭开了中国近代小 说 的 序

幕,显示出中国小说包括结构形式在内的

艺术表现方法有了质的突破,然而这已非

本文的主题。笔者最终想说明的是,中 国

古典小说结构与历史编纂形式始终是与人

们叙事能力的发展程度密切相关的。

(接第73页 )情绪。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

限,辛弃疾不可能看到人民大众的力量,

所以,他被排挤了,不受重用了,就一切

都黯淡了。在这种状况下,接受 《庄子`》

哲学中的消极面也是十分自然的。

任何作家的创作都不是凭空的,他对

前代作家的创作资料都是有所借鉴的。关

于这个问题,毛泽东同志曾经有过精辟的

论述。辛弃疾读书十分广博,出 则 “搜罗万

象
”,入则 “驰骋百家” (刘 宰《漫塘文

集》苍十五 《贺辛待制知镇江启 》),他

正是积累和吸收了前人 (包括 《应子》在

内 )的丰富资料之后,结合自己在此时此

地的特殊感受,创作出了新的艺术珍品。

总雨言之, 《庄子》以丰富的文学色

彩影响后世,也和屈原的作品一样,可以

说是 “
衣被辞人,非一代也” (《 文心雕

龙 ·辩骚》)。 我们可以从 《稼轩词》中

略见其一斑。另一方面,后世文 学 的 繁

荣,有待于对优秀传统 的 继 承, 《稼轩

词 》在这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果,也值得

我们认真借鉴。


